
国际视野中的非标准就业与中国背景下的解读

———兼论中国非标准就业的规模与特征

王永洁

内容提要　非标准就业正成为全球性现象，在中国也日渐广泛。本文分析了国际劳工组织
等国际机构对非标准就业的定义，比较了非标准就业、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异同，对

中国背景下的非标准就业进行了界定。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进行

的分析表明，中国城市中非标准就业的比例达到３４９５％；非标准就业呈现出工作持续时间

短、工作满意度低、工资水平低、超时工作严重、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工资权益保障差等

特征；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未婚和农业户口劳动者更容易成为非标准就业者。应规范

和引导非标准就业的发展，加强对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提高非标准就业者的

谈判能力，并针对重点群体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

关 键 词　非标准就业　非正规就业　灵活就业　就业质量

一　引言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非标准就业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的讨论日渐增加，

就业和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国际议题。２０１６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

《世界非标准就业》报告，对非标准就业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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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挑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兴起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讨

论不同，非标准就业主要关注就业安排和就业模式是否是传统的全日制直接雇佣模式。

标准就业的基本特征包括全日制用工、长期雇佣、劳动者在固定办公场所工作并受雇

主的监督、劳动者与单一雇主产生雇佣关系、雇主的解雇权受到严格限制、劳动者享

受相应的劳动权利、社会保障和福利等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４；

ＯＥＣＤ，２０１５；李骏，２０１８）。这些特征也符合人们对于传统的、主流的标准就业的基

本印象。然而，当今的就业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灵活和多样化。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非标准就业如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自雇、第

三方雇佣等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

其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提高，在各个行业和职业中的应用范围日益

广泛 （ＩＬＯ，２０１６）。数据显示，在许多发达国家，非标准就业的比例显著上升；而在

发展中国家，非标准就业的比例长期居高，在传统的标准就业相关的行业也出现了非

标准就业的增长 （ＩＬＯ，２０１６）。在中国，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互联网的普及、平台

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变化，用工形式、劳动时间和工作场所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和灵活

化。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就业模式和劳动关系发生了从标准化到非标准化的转变

（钱叶芳，２０１１）。

非标准就业未必都是差的。一些研究发现，非标准就业群体内部呈现出异质性、

分层和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伴随着一些高技能水平的职业精英进入非标准就业范

畴，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分化和极化显现，既有普通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也有精英

群体 （Ｍｃｋｅｏｗｎ，２００５）；另一方面，在非标准就业范畴内，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存在

较大差异，这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劳动者自主选择非标准就业，而个人意愿和动机受

劳动者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角色冲突等因素的影响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４）。非标准就业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灵活

的就业安排、办公场所、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一些高技能或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通

过非标准就业获得多份和更高的收入；而从企业层面，雇佣者也有动机通过非标准雇

佣的方式，达到减少雇佣员工数量和降低用工成本、雇佣有特殊技能却有灵活日程需

求的员工或筛选更为适合的正式员工等目的 （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２００１）。

非标准就业的兴起有助于扩大就业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也给就业质量的

提高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带来一定挑战。非标准就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

对脆弱的地位，非标准用工的增长也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 （ＩＬＯ，２０１６）。从劳

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言，对非标准就业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标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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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行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的主要依据，而对于非标准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调整

以及用工单位职责和义务的明确等方面，则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如何将非标准就业

纳入劳动力市场制度框架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在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对劳动者的保护主要建立在假定是标准就业的基础上的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０）①。

基于以上陈述，加强对非标准就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关于中国非标准

就业的研究相对空白。有研究探讨了中国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 （董保华，２００８；李培

智，２０１１；马跃如等，２０１１；杨红梅、马跃如，２０１４），也有研究尝试对非标准就业进

行概念辨析 （张丽宾，２００４；王明生、郭慧敏，２００９；钱叶芳，２０１１，２０１８），但并没

有形成对非标准就业的系统定义，也缺乏对中国非标准就业的规模和特征的研究。因

此，我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非标准就业的内涵和外延，把握其特征，在发挥非标准就

业积极作用的同时，加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中国非标准就业者提供有效

的权益保障和社会保护。此外，我们也应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讨论，结合中国的劳动

力市场制度和规范，界定中国的非标准就业，避免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国就业形态的解

读与误判。本文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框架，结合中国国情，对其定义进行适当修

正，尝试对中国的非标准就业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分析非标准就业的规模和特征。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比较分析非标准就业、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内

涵；第三部分探讨国际视野中的非标准就业及中国背景下对非标准就业的解读和定义；

第四部分对本文使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并分析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标准就业的规模、

特征及人群特点；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语。

二　非标准就业、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

非标准就业与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非正规就业不同，有必要辨析两者的内涵，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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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的混淆。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在本质上属于不同范畴的讨论，非正规就业

关注就业的合规性，而非标准就业关注就业的标准性。关于非正规就业的讨论主要围

绕就业部门是否为登记注册的企业或个体经济部门，以及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并

参加社会保险；而关于非标准就业的讨论主要围绕就业安排是否是传统的、标准的就

业安排、是否是劳动者与单一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否为全日制就业等。

关于非正规就业与非标准就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

非标准就业是非正规就业的构成部分。例如，张丽宾 （２００４）认为，非标准就业是正

规部门中区别于标准就业形式的非标准工作安排形式，并认为，从中国的情况看，非

正规就业由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部门的非标准就业构成，即非标准就业属于非正规

就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标准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不存在归属关系，但存在重要交

集，非标准雇佣包括被法律保护覆盖的正规非标准雇佣和在法律或实践中未被法律保

护覆盖的非正规非标准雇佣 （钱叶芳，２０１８）。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很多非标准就业在

劳动法律法规或实践中缺乏法律保护；而另一方面，由于在许多国家标准就业是劳动

法律法规制定的基础，这意味着很多非标准的就业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因此，非标

准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存在重要交集 （ＩＬＯ，２０１６）。

认识非标准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关系，需要从非正规就业的内涵说起。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初，国际劳工组织提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所谓非正规部门，是指小规

模、未经注册的企业或个体经济部门，区别于受国家管理和支持的大企业 （ＩＬＯ，

１９７２）。后来，非正规就业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在非正规企业和家庭中的就业，以及在正

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这意味着，非正规就业的定义由关注就业部门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转向关注工作本身 （ｊｏｂｓ）（ＩＬＯ，２００３，２０１８；Ｈｕｓｓｍａｎｎ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３

年，国际劳工组织给出了非正规就业的统计指南，将下列群体界定为非正规就业者：

个体劳动者和在非正规企业中工作的雇主、做出贡献的家庭帮工、非正规生产合作社

的成员以及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 （ＩＬＯ，２００３）。这一界定奠定了测量和统计非正规

就业的基本框架，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或在此基础上做出

适当修正来描绘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图景。

蔡窻和王美艳 （２００４）认为，中国城镇中的非正规就业指那些没有进行工商登记、

不参加社会保险、劳动关系不规范的就业形式，在统计上可以把没有被劳动综合统计

报表制度以及工商管理局登记在内的就业视为非正规就业，这些就业通常具有进入成

本低、市场化程度高和就业形式灵活等特点。另有学者从劳动者的身份特征出发定义

非正规就业，指出非正规就业是指那些尚未获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不稳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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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称之为 “临时工”（李强、唐壮，２００２）。也有学者将非正规就业简单地概括为

社会保障体制覆盖之外的就业，具有低收入、小规模、不稳定的特征，其形式与主体

就业人群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及劳动就业状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彭希哲、姚宇，

２００４）。薛进军和高文书 （２０１２）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将中国非正规就业者界定

为家庭帮工、非正规部门和家庭部门中的自营劳动者、非正规部门中的雇主和从事非

正规工作的雇员，并利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中国城镇非农就业

者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５８８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中国的学术探讨中，对非正规就业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对于灵活就业的讨论和运用似乎更为广泛，尤其是在官方话语体系和相关政策文件

中更多地使用灵活就业。对于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灵活就

业等同于非正规就业，是中国劳动就业部门提出的一个与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非正规就

业相对应的概念 （彭希哲、姚宇，２００４）。李艳霞 （２０１３）对比这两个概念后认为二者

并无本质区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灵活就业有别于非正规就业。例如，杨燕绥

（２００３）认为，灵活就业是从就业形式上来说的，而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部门直接相

关，是从就业部门正规与否方面来解释的。赵建国和杨燕绥 （２０１０）提出，灵活就业

是非正规就业和非全日制就业两个概念的集合。本文更认可前一种观点，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灵活就业是非正规就业在中国政策文件中的替代性提法。在一些官方释义中，

灵活就业被界定为与正规就业相对而言的就业状态，“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

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

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

和临时就业 （如家庭小时工、街头小贩、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等形式①。根据这一

官方释义，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含义基本一致，可以认为灵活就业是政府政策性

提法，而非正规就业是学术研究的提法。

综上所述，非正规就业主要从就业部门的合规性和就业是否得到劳动法律保护的

角度来界定；灵活就业基本可视为非正规就业在中国政策中的替代性提法；而非标准

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存在重要区别，非标准就业聚焦于就业的非传统性、灵活性。由于

非正规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定义依据不同，它们分别提供了观察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

不同视角。非标准就业的具体分类如非全日制雇佣和劳务派遣等，都可能包括正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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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非正规就业，这取决于就业部门是否为正规部门以及劳动者是否与雇主签订劳动

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

从劳动者权益保障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对于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

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思路。非正规就业属于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险体系覆盖之外的就业，

需要严格规制；而非标准就业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一些非标准的就业形

式如劳务派遣和隐蔽性雇佣等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兴起的就业形式，其存在具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和阶段性，应当以与时俱进和相机规制的思路来治理。

三　国际视野中的非标准就业及中国背景下的解读

早期关于非标准就业的界定相对模糊，非标准就业往往具有多重含义或标签，如

非传统就业、非稳定就业、不固定就业、灵活就业、非典型就业、边缘化就业、待命

工作和替代性工作等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０）。关于非标准就业的系统研究，是近年来才兴

起的，主要以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开展的讨

论和研究为代表。尤其以２０１６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 《世界非标准就业》报告为标志，

非标准就业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本部分讨论了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对非标准就业的

定义，并结合中国国情，对国际视野中关于非标准就业的定义有所扬弃，尝试提出中

国背景下对非标准就业的界定。

（一）非标准就业的国际定义

国际劳工组织将标准就业界定为全日制、无固定期限、构成双方从属雇佣关系一

部分的雇佣形式，而在此范围之外的就业为非标准就业，包括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

就业、多方雇佣关系、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四种类型 （ＩＬＯ，２０１６）。其中，临时

性就业构成了非标准就业的主要形式，包括固定期限合同用工、以完成项目或一定工

作任务为期限的合同用工、季节性用工、零工和日结工资的工作。非全日制就业是指

正常工时少于全日制工作的就业。多方雇佣关系是指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工作但不受其

直接雇佣，常见的形式包括劳务派遣和经纪等。在这种就业形式下，尽管劳动者处在

实际雇佣关系中，但由于合同涉及多方，会对工人权利产生限制或不清晰界定 （ＩＬＯ，

２０１６）。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是指通过第三方雇佣工人，或通过不与工人签订雇佣

合同而与其签订商务合同或合作合同的方式来掩盖雇主身份，同时雇主以一种与工人

的独立身份不相符的方式指挥并监督其工作，这类工人在雇主的有意安排下被误分类

为独立自雇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却处于从属性雇佣关系中，其目的或实际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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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避免或弱化法律的保护 （ＩＬＯ，２０１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围绕劳动者是否与单一雇主产生雇佣关系来区分标

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非标准就业是指所有与单一雇主形成全日制和常规性雇佣关系

之外的就业，包括自雇、临时性全日制雇佣和非全日制雇佣。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的定义，非标准就业的根本特征是劳动者在就业中不享受标准的、法定的就业保

护，雇佣关系往往涉及第三方雇主、劳动者处于第三方雇佣者的管理和监督中，劳动

者受两组或多组合同关系的制约，最为典型的是劳务派遣 （ＯＥＣＤ，２０１５）。据统计，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在１２个有数据可寻的ＯＥＣＤ国家中，非标准就业的占比增加了２个百

分点；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在更多的样本国家中，非标准就业的占比也增加了２个百分点。

非标准就业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不一样，其中，在荷兰，非标准就业占比增加了

３０％，同样的变化趋势发生在奥地利、法国、德国和卢森堡；而在一些北欧国家，如冰

岛、挪威和丹麦，以及南欧的希腊和亚洲的韩国，非标准就业的占比下降了２０％左右

（ＯＥＣＤ，２０１５）。

欧盟指出，近年来欧洲兴起了一系列非标准就业形式，包括：共享员工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即同一个劳动者同时受雇于两个及以上雇主；共享职位 （ｊｏｂｓｈａｒｉｎｇ），即用

人单位同时雇佣两个及以上劳动者来履行同一个职位的工作；依托于信息、通信和技

术的相对自由流动劳动 （ＩＣ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ｗｏｒｋ）；大众型就业 （ｃｒｏｗ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即

由网络平台匹配的、劳动者为有需求的客户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或提供特殊服务而直接

取得报酬的就业；协同型就业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即自由职业者、自雇或小微

型企业合作以克服自身规模和职业分割带来的就业局限；临时工作安排和现场结付型

雇佣等 （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２０１５）。

以上讨论的国际组织对非标准就业的定义，均强调是否为全日制、长期用工、单

一雇主直接雇佣等界定原则，只不过在非标准就业的具体分类上，不同国际组织有所

差异。国际上关于非标准就业的讨论，为中国进行相关界定和就业质量评估提供了重

要参考，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规范

的不同，这些关于非标准就业的定义并不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 “标准”

的理解和界定也不一样。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和使用西方语境下对非标准就业的

定义。

（二）中国背景下对非标准就业的界定

对中国非标准就业的界定，本文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定义，并依据中国国

情，做出适当修正。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标准就业的界定主要遵循三项标准，即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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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固定期限和直接雇佣。本文认同全日制和直接雇佣这两项定义标准，但是对 “无固

定期限”这一标准进行了修正。实际上，国际劳工组织对标准就业的界定过于严格，

尽管ＯＥＣＤ对标准就业的界定也强调雇佣的非临时性，但并未规定必须是无固定期限

合同用工。

国际劳工组织将固定期限合同用工界定为非标准就业，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

家主流的劳动合同类型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ＯＥＣＤ（２０１４）报告显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在ＯＥＣＤ成员３３个国家和地区中，无固定期限合同用工的占比很高，其中，

在澳大利亚、英国、挪威、丹麦等１３个国家，其占比高达９０％以上；相比之下，固

定期限合同用工的占比较低，是一种非主流的用工形式 （ＯＥＣＤ，２０１４）。而在中国，

固定期限合同用工是一种重要的用工形式。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２０１０年数据的

一项研究发现，１６～６０岁之间的劳动力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类型中，外来劳动力和城

市本地劳动力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占比分别为１９９３％和４４５８％，而签订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占比分别为７５３６％和５３４８％ （王美艳，２０１３）。这表明，在中

国，固定期限合同用工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用工形式，而且是一种主流的用工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现行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下，固定期限合同用工和无固定期

限合同用工劳动者一样，受到同样严格的就业保护和劳动法律保护。《劳动合同法》对

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合同内容、对解雇的限制、相关法律责任的界定和劳动者享

受的权益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既适用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用工，也适用于固

定期限合同用工。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所提供的就业保护水平是相当

高的，其劳动力市场严格程度综合评分为３３分，高于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 （２３

分）（都阳，２０１４）。这意味着，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为

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严格的劳动法律保护。因此，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规范下，

固定期限合同用工应当纳入标准就业范畴。

不可否认的是，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固定期限合同用工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用工

确实存在一定差距。有研究表明，签订劳动合同的年限越长，劳动者得到的就业保护

越强 （屈小博，２０１７）。为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的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连续两

次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再订立劳动合同的，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对于提

高就业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中国的标准就业界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包括劳务派遣）的用工，以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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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工①。在此范围之外的就业为非标准就业，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多方雇佣关系

（典型的是劳务派遣）、临时性雇佣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和季节性用

工）和非雇佣关系用工 （隐蔽性雇佣或依赖性自雇）等。

首先，非全日制用工属于非标准就业。非全日制用工是国际上公认的非标准就业形式，

之所以被定义为非标准就业，主要在于劳动者的工作时长较短或不稳定。按照国际惯例，每

周工作时间少于３５小时的就业为非全日制就业②。许多国家在劳动法律中通过设定具体的

工作时长来界定非全日制工作。中国的 《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指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４小时，每周工作累计时间不超过２４小时的用工。

在中国背景下，之所以把非全日制用工界定为非标准就业在于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从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来看，非全日制用工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较短。第二，非全日制用

工下劳动者缺乏相应的就业保护和劳动法律保护，这体现在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中：非

全日制用工劳动者不需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口头协议；用人单

位可以随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程序简单，用人单位无须支付经济

补偿等。如法学界一些研究指出的，《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非常特殊，排除

了部分重要的劳动法规则的适用 （谢增毅，２０１７）。第三，标准用工下，劳动者与单一雇主

建立劳动关系，而非全日制用工下，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非全日制劳

动合同，因而，可能与多个雇主建立劳动关系。

其次，劳务派遣等多方雇佣属于非标准就业。之所以将劳务派遣界定为非标准就

业，主要在于其就业稳定性差、劳动合同期限较短，以及与用工单位员工同工不同酬

的现象突出 （王美艳，２０１８）。由于劳务派遣不利于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权益保障，一

些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限制该用工形式。中国的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用工做出

了相关规定，２０１２年修订的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又进一步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

制，一方面提高了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门槛，另一方面明确了劳务派遣用工是企业用

工的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工单位应当严

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的数量和比例。

再次，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属于非标准就业。这种用工形式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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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式用工符合全日制、长期雇佣、单一雇主等关于标准就业的基本要求

和界定标准，因此，这类就业属于标准就业。

ＩＬＯ（２０１６）指出，有多样化的非全日制就业，包括长时间非全日制 （每周工作时间为２１～
３４小时）、短时间非全日制 （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２０小时）、边缘非全日制 （每周工作时间

少于１５小时）和没有固定最低工作时间的用工协议 （如待命工作和零小时合同）。



《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三种劳动合同用工形式之一。由于用人单位通常无法预计工作

任务的结束时间，项目的结束之日是劳动合同的终止之日。这种用工只有在任务明确

或者季节性强、临时性的情况下才适用。由于用工的不确定性、临时性和短期化，这

种就业形式也属于非标准就业的范畴。

最后，非雇佣关系用工即隐蔽性雇佣或依赖性自雇也属于非标准就业。非雇佣关

系就业较多地出现在平台经济用工中，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快递员等。一般平台并不

与劳动者签订雇佣合同，而是通过签订商务合同的方式用工。这与传统的直接雇佣有

明显的不同，是一种新形式的非标准就业。这类就业人员容易被界定为自雇人员，但

从工作内容和管理方式方面与受雇员工并无太大区别。当前的劳动法律法规很少涉及

对这类就业的管理和调控以及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这是未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

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四　中国非标准就业的规模与特征

（一）数据说明

在对中国的非标准就业进行界定之后，本文以此概念为依据，进一步分析中国非

标准就业的规模和特征。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于２０１６年组织实施的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Ｌａｂｏｒ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ＵＬＳ）。该调查在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和西安６个城市实施，对抽取的城市

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涵盖被访户的所有家庭成员，调查内容

包括住户成员基本信息、家庭收支、工作情况、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等。在每个城

市，以主城区常住人口为总体，采取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ＰＰＳ）进行抽

样。抽样分两阶段进行，先抽选居委会，再在居委会内抽选住宅，样本对被调查城市

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在样本分析中只保留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就业者，即１６岁及以上、目前正

在工作的劳动者。这样，获得的研究样本共有７４３９人，其中沈阳１０４４人、上海１３３５

人、福州１２２９人、武汉１２５４人、广州１４７８人、西安１０９９人。根据抽样权重进行加权

计算后 （下同），研究样本的平均年龄为３９０４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２８８年，男性

占比为５７５９％，女性占比为４２４１％，已婚者占８２８８％，未婚者占１７１２％，农业户

口者占 ２５８３％，非农户口者占 ７４１７％，本地劳动力占 ６３１５％，外来劳动力

占３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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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标准就业的规模及特征

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在排除了农业就业人员和家庭帮

工之后，计算出被调查 ６城市标准就业的比例为 ６５０５％，非标准就业的比例为

３４９５％。非标准就业的比例在被调查 ６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武汉最高，为

４３９０％；其次是沈阳，为４３２９％；再次是广州，为４０３９％；接下来是西安和福州，

分别为３８１８％和３４３９％；上海最低，为２２７３％。基于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

现，中国的非标准就业呈现出以下特征：劳动者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满意度低、工

资水平低、超时工作严重、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工资权益保障差等。

首先，非标准就业群体工作持续时间短。从当前从事工作的持续时间来看，全部

就业人员持续工作的平均年限为１１１９年，其中，非标准就业者为１０１６年，标准就业

者为１１７４年，非标准就业者当前工作的持续时间比标准就业者短１５８年 （见表１）。

这说明，非标准就业的工作稳定性低于标准就业。

其次，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工作满意度低。当被问到对当前工作状况的满意程度时，

非标准就业者中回答非常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分别为０９１％和１１０２％，均高于

标准就业者；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者的比例分别为４４２２％和４４１％，均低于标准就

业者。尤其是对工作 “满意”的比例，非标准就业者比标准就业者低了１２７９个百分

点。

第三，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工作收入低。从当前工作的月平均收入来看，非标准就

业者的平均月收入为 ４８０６７６元，比标准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 （６２９８９２元）低

１４９２１６元，非标准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相当于标准就业者的７６３１％。非标准就业者

与标准就业者的工资差距体现在小时工资方面更为明显，从当前工作的平均小时收入

来看，非标准就业者的平均小时收入为２３３４元，比标准就业者 （３５５２元）低１２１８

元，仅相当于标准就业者的６５７１％。

第四，非标准就业群体超时工作严重。调查表明，城市劳动者工作时间比较长，

平均每周工作４７２９小时，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每周４０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其中，非

标准就业者工作时间更长，达到每周５４９５小时，比标准就业者 （４３２１小时）高出

１１７４小时，比正常工作时间标准高１４９５小时。参照每周４０小时的职工工作时间规

定，非标准就业群体超时工作的比例达到７１３２％，而标准就业者超时工作的比例只

有２９５２％。

第五，非标准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劳动者的大部

分都能够被现行社会保险体系所覆盖，其中，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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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３％。但是，非标准就业者和标准就业者在社会保险覆盖率方面存在较大鸿沟。标

准就业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达到９０４１％，而非标准就业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比例只有３６０９％，两者相差５４３２个百分点；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的覆盖率方面，情况也是类似，非标准就业群体在以上各项保险的参保

比例依次比标准就业群体低５５２７、５８０７、５７２１和５３５０个百分点。这表明，参加社

会保险的比例较低是非标准就业群体面临的重要挑战。

表１　非标准就业与标准就业的比较

总体

（１）
标准就业

（２）
非标准就业

（３）
（３）－（２）

当前工作持续时间（年） １１１９ １１７４ １０１６ －１５８

工作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０５９ ０４２ ０９１ ０４９

　　不太满意 ７６５ ５８０ １１０２ ５２２

　　一般 ３３３６ ３００４ ３９４３ ９３９

　　满意 ５２４９ ５７０１ ４４２２ －１２７９

　　非常满意 ５９２ ６７４ ４４１ －２３３

月收入（元） ５７８１０４ ６２９８９２ ４８０６７６ －１４９２１６

小时收入（元） ３１２９ ３５５２ ２３３４ －１２１８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４７２９ ４３２１ ５４９５ １１７４

超时工作者比例（％） ４５５７ ２９５２ ７１３２ ４１８０

社会保险覆盖率（％）

　　基本养老保险 ７１４３ ９０４１ ３６０９ －５４３２

　　基本医疗保险 ６９４６ ８８７７ ３３５０ －５５２７

　　失业保险 ５９１５ ７９４５ ２１３８ －５８０７

　　工伤保险 ５８８７ ７８８７ ２１６６ －５７２１

　　生育保险 ５２３２ ７１０２ １７５２ －５３５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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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工会会员比例低。调查显示，标准就业群体中工会会员

的比例为３３００％，而非标准就业者中这一比例只有３６８％。比较不同城市的工会会员

比例发现，城市间差异较大。其中，沈阳市标准就业群体中工会会员比例最高，为

５８０３％，最低的是广州，只有２１１９％；而在非标准就业群体中，城市间虽存在一些

差异，但工会会员的比例普遍较低，最高的武汉也只有６１５％ （见表２）。非标准就业

者中工会会员比例低，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地位，应重视提高非标准就业劳

动者的工会会员比例，加强工会成员构成的多元化，提高非全日制用工和劳务派遣用

工等劳动者在工会中的比例。而在自雇和隐蔽性雇佣等新的非标准就业形态下，应积

极探索和创新管理模式，可通过成立行业工会或通过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形式提高非标

准就业群体的集体谈判能力。

表２　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中工会会员的比例

单位：％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总体

沈阳 ５８０３ ５１７ ３５１５

上海 ３２９７ ４２４ ２６４４

福州 ３３６６ ５４０ ２３９５

武汉 ３１６３ ６１５ ２０４５

广州 ２１１９ ０４７ １２８２

西安 ３５４３ ３８５ ２３３７

合计 ３３００ ３６８ ２２７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第七，非标准就业群体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者比例较高。数据表明，非标

准就业群体中，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者占比为７２５％，而标准就业群体中工资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者占比为２４２％。在被调查的６城市中，非标准就业群体中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者占比均远远高于标准就业群体 （见表３）。这反映出，非标准就

业群体的工资权益保障情况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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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

单位：％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总体

沈阳 ５２６ ８２０ ６５３

上海 ２４１ ６１４ ３２５

福州 ０６１ ２２３ １１７

武汉 ３６３ １１８３ ７２０

广州 １０７ ５９６ ３０２

西安 １７４ ５４６ ３１７

合计 ２４２ ７２５ ４１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非标准就业的群体特征

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非标准就业的报告指出，女性、青年群

体、受教育水平低、迁移人口等群体从事非标准就业的可能性更高。女性由于照料任

务，迁移人口由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语言技能和职业网络较为薄弱、谈判力较弱，

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迅速找到工作，而标准就业的等待成本较高 （ＩＬＯ，２０１６；

ＯＥＣＤ，２０１５）。本文发现，中国非标准就业群体中，年龄大、男性、受教育水平低、

农业户口者占比更高。

首先，年龄大的劳动者在非标准就业群体中的比例更高。分析表明，标准就业者

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３５岁，而非标准就业者平均年龄达到４０３３岁。从年龄分布来看，

３５岁以上的劳动者在非标准就业中的占比高于在标准就业中的占比；尤其是４５～５４

岁年龄段的劳动者，标准就业者中仅占２１８６％，而在非标准就业中占到２８０３％ （见

表４）。

其次，男性在非标准就业中的比例高于女性。计算表明，非标准就业者中男性占

５７２２％，女性占４２７８％，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这与国际上女性在非标准就业中

占比较高的情况相反 （ＩＬＯ，２０１６；ＯＥＣＤ，２０１５）。不过，非标准就业的这种性别分

布，与标准就业群体没有明显差别。标准就业中的性别分布是男性占５７７８％，女性占

４２２２％，同样是男性比例高。在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群体中，男性占比都高于女

性。对女性劳动者而言，并没有因为性别身份使其更可能从事非标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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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年龄分布

单位：％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总体

１６～２４岁 ５１３ ５９８ ５４３

２５～３４岁 ３６２４ ２６４４ ３２８１

３５～４４岁 ２９９０ ３０９６ ３０２７

４５～５４岁 ２１８６ ２８０３ ２４０２

５５岁及以上 ６８８ ８５９ ７４７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第三，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在非标准就业中占比较高。计算表明，全部就业者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２８８年，其中，标准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３９７年，而非标准

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１０８５年。从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非标准就业群体

中，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比为７７８７％，明显高于标准就业群体中高中及以下受

教育程度者的占比 （３７２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在非标准就业中仅占

２２１４％，而标准就业者中这一比例为６２７５％ （见表５）。

表５　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群体的教育分布

单位：％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总体

小学 １７３ ９０７ ４２９

初中 １１９６ ３９７１ ２１６５

高中或中专 ２３５５ ２９０９ ２５４８

大专 ２３０２ １２５２ １９３６

本科 ３３６６ ９３１ ２５１６

硕士及以上 ６０７ ０３１ ４０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第四，农业户口者在非标准就业中占比较高。计算表明，标准就业者中农业户口

者占比为１６１７％，而非标准就业者中农业户口者占比达到４３８１％，农业户口者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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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就业中的占比远高于标准就业。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一，受教育程度越低，劳

动者从事非标准就业的可能性越高；受教育年限每减少１年，从事非标准就业的概率

会提高４５２％。第二，年龄越大，从事非标准就业的可能性越高；年龄每增加１岁，

从事非标准就业的概率会提高０２１％。第三，婚姻状况影响是否从事非标准就业，未

婚者从事非标准就业的概率比已婚者高８３８％。第四，户口性质影响是否从事非标准

就业，农业户口者从事非标准就业的概率会比非农户口者高８８５％。第五，性别对是

否从事非标准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表６）。因此，要关注非标准就业者，需要格外重视

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未婚和农业户口劳动者。

表６　非标准就业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因变量：是否从事非标准就业（是＝１）（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性别（男性＝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６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０３０

年龄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０

婚姻状况（已婚＝１）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２３２

户口（农业＝１） ００８８５ ００２１６

单位类型 控制

行业 控制

城市 控制

观察值 ７３６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语

非标准就业正成为全球性现象，在中国也日益广泛，研究和积极应对非标准就业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定义，结合中国国情，将中国的标准

就业界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包括

劳务派遣）的用工，以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式用工；而在此范围之外的就业为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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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就业，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用工和非雇佣

关系 （隐蔽性雇佣或依赖性自雇）等。以此界定为基础，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

查 （ＣＵＬＳ）２０１６年数据分析发现，中国非标准就业的占比达到３４９５％。与标准就业

相比，非标准就业的整体就业质量较低，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满意度低、工

资水平低、超时工作严重、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工资权益保障差等。从非标准就业的

群体特征来看，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农业户口劳动者等群体更容易成为非标准就

业者。

面对非标准就业的发展，应当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引导和规范非标准用工。许多

新型的非标准用工的出现，为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相关问题的治理带来挑战。由于相关

法律或惯例依据的不足，存在一些界定不清晰和不明朗的情况。非标准就业发展中，

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和领域。

首先，既要适应非标准就业的增长，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加强引导和规范，

对不同形式的非标准就业区别对待，避免一些冒进的观点或一刀切的治理方案。这有

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整体上看，非标准就业的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强劳动

力市场的灵活性，应充分认识和肯定非标准就业发展的积极意义，避免非标准就业和

相关劳动者的标签化，避免与非正规就业和非稳定就业相混淆。第二，鉴于非标准就

业的复杂性、多元化和异质性，对不同形式的非标准就业需有不同的定位。例如，由

于非标准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存在交集，而非正规就业在劳动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险覆盖

范围之外，因此，应当限制非正规的非标准就业形式的使用。目前来看，最为直接有

效的干预和调控方式是加强立法。以对劳务派遣用工的规制为例，２０１２年修订的 《劳

动合同法》提出，要通过提高劳务派遣业务经营门槛、要求用人单位控制劳务派遣用

工的数量和比例，以及限定劳务派遣适用的岗位和条件等方式，限制劳务派遣。对于

非标准用工中非正规就业的限制，可参考对于劳务派遣用工的管理，通过法律或行政

干预手段，限制其用工数量、比例、适用领域和岗位，在固定需求岗位上限制使用非

正规非标准就业，在总量和比例上调控其发展。而对于新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如平台

经济和共享经济下兴起的非传统雇佣关系的就业，应当顺应其发展，发挥市场的主导

作用，以与时俱进和相机规制的思路来调控和治理。

其次，非标准就业的发展为劳动关系的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由非标准就业带来

的劳动争议和纠纷的解决，以及对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尚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制度

保障。在中国现行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下，劳动合同是界定劳动关系的基础，劳动关系

特指劳动者与其所在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和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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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而这种界定是假定在标准就业的基础上，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直接雇佣关

系。但是对于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等用工形式，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调整以及

用工单位职责和义务的明确等方面，尚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是未来劳动力市场制

度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第三，应关注和提高非标准就业的就业质量。非标准就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给就

业质量的提高带来冲击，应重视就业质量评估，尤其关注在工作时长、工资收入、社

会保险等方面的就业质量监控，开展定期的评估和监测，及时掌握其发展趋势，形成

动态监测。应通过立法、司法和劳动监察等手段，加强对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劳动保护

和权益保障。当然，由于非标准就业的规模较大，内部形式也灵活多样，这些工作的

开展会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此外，如何实现提高就业质量与扩大就业和增强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等就业目标之间的平衡，也需要审慎考虑。

第四，加强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能力。本文的研究发现，非标准就业群

体中工会会员比例明显偏低，这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地位。建议加强各级工

会建设，推动各类企业建立工会，并且在工会成员代表上更多地吸收非标准就业人员，

提高其工会会员比例。同时，针对不同形式的非标准就业，应当不同施策。对于存在

雇佣关系的非标准就业，如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在工会成员的发展上，不能仅

局限于其无固定期限合同和固定期限合同用工的职工代表，还应当增加劳务派遣员工

和非全日制员工的代表；对于非雇佣关系的就业或雇佣关系较为隐蔽的就业，应积极

探索和创新管理模式，可通过成立行业工会或通过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形式加强非标准

就业群体的集体谈判能力，以创新管理模式，发展多元代表和协调机制。

此外，鉴于非标准就业的群体特征，应针对重点群体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由于

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劳动者等群体更多地分布在非标准就业，建议相关

部门重点关注和解决这些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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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洁：国际视野中的非标准就业与中国背景下的解读


